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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苏区核心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研究

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作为农业大

国，自古以来便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1932年 12月，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到川陕边，与当

地中共党组织、地方武装以及人民群众相结合，创建了以通江、

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在两年多的革命

斗争中，以农业建设为首要任务，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有力的支援了革命，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一、红军入川前川陕边农业发展概况

川陕边区地形复杂、地貌独特、地势险要，拥有天然的资源

优势。但由于这里长期受军阀、官僚、地主、土匪的剥削压榨，

农业生产方式单一，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

言。

（一）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概况

1.幅员辽阔。川陕边地区主要指大巴山和米仓山之间的四川

东北部和陕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巍峨雄壮的大巴山和米仓山山脉

由东至西横卧在川陕交界处，主峰海拔 2300米至 2500米，这

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

的“秦川锁钥”。川陕边区纵横宽广、幅员辽阔，川陕革命根据

地极盛时期疆域东起城口、万源边境，南迄营山、渠县，西至嘉

陵江东岸，北抵陕南宁强、镇巴，“包括川北的通江、南江、巴

中、万源、平昌、宣汉、达县、开江、渠县、大竹、苍溪、阆中、



— 2 —

南部、仪陇、蓬安、营山、旺苍、广元、昭化、剑阁、城口、开

江、梁平 23 县和陕南的宁强、西乡、镇巴 3 县，”总面积达到

4.2万平方公里。

2.气候差异大。首尾相连的大巴山和米仓山，将川陕这块土

地一分为二，以两山为界，北为关中平原，南为巴蜀大地，高大

的山脉抵挡了北方冬季寒流的侵袭，川东北形成亚热带季风气

候。这里地势较为平缓，多为丘陵到低山地区，平均海拔 300
米到 1000米不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

最冷月气候平均保持在 0℃以上，夏季三伏天气温可达

35℃-39℃，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农作

物生长。而川北地区山体高大，森林密布，同时受山体垂直海拔

高度影响，气候差异较大，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山顶冰雪半年

不化，又常经历风、虫、水、旱、冻等自然灾害，农作物所需光

照不足，生长较为缓慢，农作条件差。

3.物产丰富。川陕边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

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薯类、豆类等；经济作物有油菜

籽、烟叶、芝麻、棉花、茶叶、黑木耳、银耳、药材等；矿产资

源有铁、煤、铜、硫、锡等。此外，大巴山北有汉水，南有嘉陵

江及渠江水系的南江、巴河、通河、渠江、州河等，分别经汉江

和嘉陵江注入长江，常年可通舟楫，鱼类也相当丰富。但是，由

于长期在封建势力的统治和压迫下，川陕边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优势未得到根本性开发与利用，生产力十分低下。再加上崎岖

陡峭的地势和落后的经济条件使得交通不便，百姓所需物资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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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易和买卖，这极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发展，当地农业经济

十分落后，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

（二）社会概况

1.军阀割据混战。红军入川前，川陕边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1919年，四川开始实行“防区制”，各路军阀驻防

情况：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占据重庆、川东；二十四军军长刘文

辉占据成都一部和川中、川南和西康省东部；二十八军军长邓锡

侯占据成都一部和川西北；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占据成都一部和

通南巴等川北大部；二十军军长杨森占据广安、营山、岳池、渠

县；川陕边防军督办刘存厚占据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各派

军阀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到 1932年底，“刘湘 211500人、

刘文辉 165000人、邓锡侯 88000人、田颂尧 59000人、杨

森 45000人”。为了扩大自己防区，军阀之间长期混战，据不

完全统计，“1912年到 1934年间，四川军阀大小混战 470
余次，平均每月两次。”无休止的军阀混战，耗费了大量的资金，

为了维持军费开支，各派军阀将魔爪伸向了穷苦百姓。他们大肆

征收苛捐杂税，强夺人力财力，当时，各种名目的捐税多达 70
多种，居全国之首。

2.地主盘剥压榨。在军阀疯狂掠夺、压榨的同时，封建地主

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地租的形式残酷剥削农民。“1922年，

四川省农民人均土地一亩零四厘，陕西省农民人平三亩八分。占

总人口 85%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

之十几，而占人口 9%~1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 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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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正是当时的真实

写照。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需要上交半数以上的收成作为地租。

若遇严重灾荒之年，粮食颗粒无收，佃户也得用家中物什作为抵

押物。农民除受地租剥削外，还受到高利贷剥削。当农民无力缴

纳繁重的捐税，或遇自然灾害，只得向地主借高利贷。高利贷分

两种：一是“借粮”，二是“借钱”。“借粮”利率一般是三成

至五成，春夏借秋收时还。“借钱”分为三种，分别是：场息、

月息、年息，利率一般是一成至五成。高利贷中最高的一种是又

名“解斗利”的场息，以一场（三天）为界限，借十元，一场后

翻一番。农民一旦陷入高利贷的火坑，往往倾家荡产。地主剥削

阶级加在农民头上的地租、高利贷，军阀官吏加在农民头上的繁

重捐税，再加上土匪猖獗，贫苦农民往往被逼得走投无路，生活

困难，地区经济社会被搞得支离破碎、民不聊生。“三月杂粮三

月荒，三月野菜三月糠，年年没有过年米，大人娃儿泪汪汪”就

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农业发展概况

1.土地滥用。为了填补因混战造成的军资短缺，军阀官僚们

抢尽占尽良田好土，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正所谓“带兵两三

年，世代不种田”，全国种植鸦片的热潮以四川最盛，四川又以

川东北最为突出。1932年，四川省鸦片产量超过 4万两以上，

“以每亩产烟五十两计，则川省田亩约为八百万亩。”巴中鸦片

种植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30%-40%，宣汉县南坝区年产鸦片

7万担。此外，普通百姓不分贫富，每户还需交鸦片烟税“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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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名为“特别捐”。当时巴中每年都要缴纳一百万两的特别

捐，其中通江缴纳七十万两，南江缴纳三十万两。军阀表面上设

立“禁烟”局，实则将收来的鸦片以高价售给烟商，从中牟取暴

利。于是，烟田不断增多，粮田相应减少。通南巴的农村变成了

一片“纵目田畴，已成黑化”的惨象。

2.劳动力流失。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沉重不堪的高利贷，

猖獗横行的土匪强盗，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使得无数贫苦百姓饥

寒交迫，甚至饿殍满地。他们为了生计，有的被迫租种土地，有

的被迫向放贷者告贷，然而无止境的压榨和勒索，穷苦百姓们即

使时时刻刻“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改变不了缺衣少食的境况，被

饿死、冻死、病死、打死的农民不计其数。渠县从 1911年到

1932年的 22年间，人口减少了 111050人。除此之外，军阀

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经常强迫贫苦农民入伍补充兵源。按照

当时的规定，百姓不分贫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抽。

但实际上富豪家庭的壮年男子不当兵，贫苦百姓即使独生子也被

强征。为了逃避被抓壮丁和忍受不了军阀、官僚、地主、土匪的

敲诈勒索，不少人背井离乡，远逃他方，以致到处都是“房屋无

人住，田地无人耕”的凄凉破败景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

而留下来的农民也大都对生活丧失了信心，他们被困于压榨的牢

笼中，也困在了自己不愿和不能扩大生产的桎梏中，农业生产的

主力军力量日渐薄弱，农业生产也逐渐落后。

3.生产资料匮乏。一方面，受地势影响，川陕边部分地区处

于山地，土地贫瘠，坡陡土薄，气候寒冷，难以种出高产量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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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另一方面，境内山地崎岖，通行受限，常说的“要想富，先

修路”也由于经济落后成为幻影，运输全靠人力肩扛和牲畜驼载，

交通梗阻直接导致难以购入农业生产所需物资和引进先进技术。

再者，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农民受到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剥削

压迫，维持基本的生计已成问题，更没有闲钱去购买农具、种子、

耕牛、肥料等生产资料，以及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缺乏技术人员

的指导，耕作方法显得原始又简单，农民耕种土地，一般只耕种

一遍就种上种子，也不施肥、不除草，农作物后期生长环境恶劣，

营养跟不上，导致产量低、周期长。川陕边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丰富的物产资源，给当地带来了农业生产潜力，但在军阀官僚、

豪绅地主、土匪强盗的剥削下，备受打压的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

性，农业生产受限，亟需革命来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

二、川陕苏区农业建设发展措施

“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当红四方

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来到川陕边这块土地，要想立足扎根，巩固

发展根据地，就必须解决苏区人民群众和红军官兵的军需民用问

题。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第一位，亟待改变生产关系，发展

农业生产。

（一）开展土地革命

毛泽东曾强调，“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933年 2
月 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

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大会决定，广泛深入地开展分配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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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封建统治势力。17日，川陕省

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即省工农

民主政府，大会讨论布置了关于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建立地方

武装的问题。大会指出，为了发动工农劳苦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消灭封建制度和彻底改善农民生活，应迅速地没收一切地主阶级

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一开始就把土地革命的旗

帜树立了起来。2月发布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

布告》指出，“无条件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田坝子、山林、

房屋等。雇工、贫农、兵士、失业而愿意亲身去做庄稼的穷人，

都应分得土地。”中农的土地不没收，仍由自己耕种，所有收成

由自己所有；将请人耕种土地、放高利贷的富农划为剥削分子，

并没收其土地，但自己耕种的富农可以分一些较差的土地；地主

豪绅家的土地、耕牛、农具全部没收。没收后的土地以产量为标

准，按人口平均分配给穷人，所有收获均归耕种者所有。另外，

凡是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雇工、贫农、中农都应分给最好的田地，

还由苏维埃政府对没有耕种能力的人组织代耕，白区工农和白色

官兵参加红军的同样分给土地，白区医师、技术人才、专家、教

员等来苏区工作的人员只要遵守苏维埃政府法律，同样分给土

地。此外，重新修改发行的小册子《怎样分配土地》，将为什么

要分配土地，怎样分配土地，农村阶级成分划分等都作了明确规

定。1934年秋，编印《平分土地须知》《农村阶级划分（五言

歌）》等一系列法令、政策文件，确保了土地革命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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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解放巴中后，从红十二师和十一师中选派出了大批红军

战士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分配工作。这一时期，为了培

训乡村工作骨干，巴中县委在开办的培训班中专门开设了土地革

命的专题培训，为顺利开展土地革命培养人才。各级苏维埃政府

大力宣传土地法令，并把打土豪分田地作为震慑剥削阶级、动员

穷人投入土地革命的重要手段，各乡、村迅速掀起了分田高潮。

首先，建立层层主管土地分配的组织机构，乡设“土地委员会”，

成员包括乡苏主席、土地委员以及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少

先队、共青团等组织代表，村设“分田小组”，具体负责土地分

配工作。其次，划分阶级成分，分清敌我，确定打击对象。然后，

对各村土地面积进行清理、分配，除预留的红军公田外，其余按

全村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一律调成坏田坏地。最后，以村为单位，

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征求意见后，在田地边界插上竹签，标明田

地主人姓名、田名和面积，并登记造册。

在土地分配的过程中，由于对普通群众宣传教育不彻底，个

别地方个别群众对革命形势认识不清，部分群众不敢公开反抗地

主，甚至暗中交租；由于干部管理不到位，有的区乡干部包庇地

主，暗藏土地不分，甚至优亲厚友。因此，这一阶段的土地革命

并不彻底。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后，川陕省相继召开了第三次党员

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强调:“赶快组织查田

运动，地主隐藏的土地要一律查出来分配给贫、雇农，中农土地

不动。”这一时期，各县苏维埃政府按照省苏维埃政府要求，由

县上派出工作人员，和区、乡、村土地委员一道对土地开展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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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即查田运动。查田中打击和没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和

一切反革命分子。土地复查由“查田队”组织实施，负责调查，

一查地主田地是否完全被没收；二查富农是否仅仅留下坏田；三

查贫农、雇农、红军家属是否分得好田；四查红军公田耕种情况；

五查下级苏维埃委员的成分和工作情绪，配合“改造苏维埃”工

作。在查田运动中，各级苏维埃政府执行平均分配土地政策，对

包庇地主、富农的干部进行了清理，对一些不与红军为敌、未逃

跑或虽逃跑但家中还留有人的地主、富农家庭也分给了少量土

地。查田后，发放红军统一印制的《土地使用证》以做凭证。在

查田运动中，苏维埃基层组织从实际出发，坚持灵活性和原则性

相结合，严厉镇压了反革命，促进了苏区生产发展。

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既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中心任务，又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基础。通过开展土地革

命，不仅废除了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还让广大农民真正掌

握了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利用分得的土地、农具、耕

牛、种子积极生产，大力提高了粮食产量，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二）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

红军解放巴中后，田颂尧等军阀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政策，

下令“凡有擅将粮食、食盐、制造可供军火之材料、汽油、煤油、

电料、卫生药品物资输入苏区者，一律处以死刑”“加紧封锁，

断绝接济，尤治‘匪’有效办法”，给苏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

大困难。红军在川北要想巩固和发展革命，就必须要制定相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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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相应措施，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

1.强化党和政府领导。川陕苏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离不开

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苏区党和政府思深益远，统筹谋划，设置

专门组织机构和制定相关方针政策，加强宣传动员，调动生产积

极性，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一是设立组织机构。川陕省苏维埃政

府设立了经济委员会建设局专门负责组织领导开垦荒地、改造农

业、培养森林、豢养牲畜、经营耳山、奖励生产等工作；省土地

委员会水利局专门负责组织领导修筑塘堰、开沟开河、修渠灌溉；

省土地委员会土地培养局专门研究土壤种籽、种植作物、农具肥

料。巴中各县苏维埃政府设经济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区、乡苏

维埃政府设土地委员会，村设土地委员，负责巴中各县农业生产

的组织领导。二是制定方针政策。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苏区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春耕运动宣传要

点》指出，“加紧春耕，充实赤区粮食；加紧春耕，农民穿吃不

愁；加紧春耕，快快消灭刘湘。”1933年 6月，中共川陕省第

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迅速分配土地，扩大耕种，赤区一寸

土地也不要荒废。”1933年 8月，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

会制定了《公粮条例》，规定农民在吃饱吃够，且留够余粮的前

提下才交纳公粮。1933年，川陕省发出布告，“赤区奖励种有

益身体的谷类，一律禁止种鸦片烟。”1934年 4月底，川陕省

苏维埃政府又发出了《加紧春耕戒烟运动》。除大抓粮食生产外，

苏区还注意发展白耳、茶叶、棉花、白腊、药材等经济作物和耕

牛、骡马、生猪等养殖业。1934年 5月，川陕省委更是提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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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喂 4头猪、4只鸡，每个人点 5窝至 20窝包谷，以多种小菜、

多喂牲畜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生产号召。三是组织宣传动员。劳

动力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之一，要实现苏区农业高质量发

展，需要从数量和质量上得到双重保障。苏区政府积极作为，组

织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生产运动，除了调动壮年劳动力在生产中

的主心骨力量，也充分发挥妇女、青少年和儿童在生产中的作用。

当时，由于武装斗争激烈，许多青壮年男子参军抗敌，妇女就成

为了农业生产主力军。《春耕运动宣传要点》动员妇女，“男人

参加红军运输队，在家的妇女姊妹，赶快挖地点粮食，下一季不

愁吃穿。”这既是解放妇女的需要，也是利用了妇女的独特价值

助力农业生产。此外，还积极动员红军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红军

一面执行战斗任务，一面从部队中抽出数名干部和战士，组成工

作队参与农业生产。

2.改良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要想得到本质上改变和提

升，在保障足够劳动力的前提下，还需要充分发挥土地、农业生

产技术两大核心要素的作用。一是开垦荒地，禁种鸦片。苏区幅

员辽阔，土地宽广，要提高粮食收成率，就必须对过去闲置荒废

和集中种植鸦片的土地进行开垦利用。一方面，苏区政府号召百

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组建“开荒队”，动员百姓将根据地内

荒废的土地开辟出来，扩大耕地面积，加紧春耕、秋耕运动，种

菜种粮，保障军民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提出禁种鸦片，多种粮

食的口号，并颁发《戒烟条例》等法令，严厉打击种植鸦片行为，

以此解放田地和劳动力，扩大粮食生产。二是积肥造料，改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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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粮食生产仅靠土地难以支撑，更需要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养

料来提升农产品的生产量。“1934年 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号

召各级经委会要‘宣传群众多养牛（特别是母牛）、猪、羊、鸡、

鸭充实他们自己的经济来源’，并要‘多多准备人粪、畜粪和堆

肥，培灌夏苗’。”各级党政（机关、部门）通过建立养殖场、

畜牧场，发展牲畜合作社等方式，开辟肥源，积肥造料，为粮食

作物生长提供足够的肥料，改良农田土壤结构，增加粮食产量。

三是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发展离不开水利建设，要发展农

业就必须改善年久失修的水利条件。各地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农

民疏通河道，开挖运河，因地制宜修塘筑堰、疏通渠道和筑堤筑

坝，不仅畅通了船运，也减少了下游水患，方便沿河两岸农田灌

溉。

3.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为变革生产关系，提高劳动生产力，

苏区政府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合理有效地整

合调剂人力、种子、耕牛、农具等各种资源，以集体劳动代替个

体劳动，提高农业生产运作效率，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一是实

行劳力换工。为了改变粮食收获时间集中和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所

带来的人力物力不足的问题，苏区农民自发形成了农忙时节互助

换活的习俗。根据这一习俗，苏区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按

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劳力换工。“当时的乡村苏维埃政府根据

群众生产习惯的要求，将劳力编成组，按十几户人编为一组，由

村代表负责领导，集体出工生产，调配劳力，先做公田，后做私

田，实行劳动互助，做完一家又做另一家。”二是开办耕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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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种子合作社。《平分土地须知》中指出，“开办农具、种子、

耕牛合作社，以解决所有农业耕种上的难题。”土地革命中，将

豪绅地主的耕牛、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分发给农民，但依旧存

在着各类资源匹配不合理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政府的

积极号召组织下，各地先后建立了耕畜、农具经营处，将各类资

源有效分配，解决了农民生产资料不足的问题。巴中奇章乡苏积

极组织乡村干部参加生产，并把从地主豪绅手中没收的农具、耕

牛分给农民，将富余的耕牛农具收归乡苏，调剂分配到其他乡使

用。三是组织代耕队。“川陕苏区党、政领导为了恢复和发展农

业经济、不让任何一寸土地荒芜，解决劳动力不足的红军家属及

劳动力短缺的农户的生产困难，提出要‘彻底实行代耕制’。”

代耕队由贫雇农、党团员组成，零报酬的替红军家属、无劳动能

力的人耕种收成。1933年，巴中县军区指挥部指挥长刘大海见

当地缺乏劳动力，水稻成熟无人收割，亲自率领少先队、赤卫队

帮助农民收割水稻。

4.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农业作为第一生产力，也是支撑国家

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产业。苏区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发展，始终

将农业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通过投入财政资金来支援农

业生产。一是投入财政资金。苏维埃政府把没收得来的土地、农

具、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使用，“并支付了创办水

利，开办农具、种籽、耕牛合作社的费用，以及为增加生产力而

开展的戒烟运动的费用”。对缺乏种子的农民，政府免费发放种

子供其种植，避免贻误农时；对堵塞不通的河道，政府出钱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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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进行水利修缮、河道疏浚，便利农田灌溉；对缺乏耕具、

人力的家庭，政府出资建设合作社，统一调拨耕牛、农具，统一

组织代耕。二是提供农业贷款。1933年，川陕省财政经济委员

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以下设立工农银行、工农税务局。

当时受战争影响，政府财政紧张，以实物放贷为主，即将没收而

来的耕牛、农具、种子分配给穷人。根据地巩固之后，经济得到

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银行则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动员群众将

闲置资金投放进银行，支援农业发展。“银行一方面吸收农民群

众的零碎资金，另一方面向穷人作无息或者低息的贷款。”三是

开展对外贸易。《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指出，“收集黑白木

耳、桐油、白蜡、木材、猪毛、羊皮等赤区多余或不需要的东西

输出白区；由白区大批收购棉花、布匹、西药、食盐等赤区急需

的东西。各边区立刻建立对外贸易的机关，奖励苏区农民，发展

对外贸易。”苏区政府抓紧对外贸易工作，既引进了赤区百姓所

需物资，又将富余物资输出，扩大了经济来源。

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苏区的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解

放，经济上也得到了发展。正如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

写道:“川陕苏区的农业收成良好，增强了苏区的经济实力，保

证了红军的供给，支援了革命战争，解决了农民吃饭穿衣的大问

题，使根据地赖以生存和巩固发展，推动了工业和其他各项建设

事业的发展。”

三、川陕苏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

由于川陕苏区这一系列关于农业生产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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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劳动情绪高涨，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和发展。这不仅保障了红军战斗过程中所需的粮食供给，为革命

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农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带动了当地经

济的复苏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苏区建设更加稳固。

（一）保障了红军的粮食供给

1933年 11月 4日，苏维埃主席会议决议指出：“目前集

中粮食是主要的工作，各级苏维埃要加紧做。完成集中 50万石

粮食，消灭刘湘。”由于战事吃紧，加之敌人经济封锁和边区落

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吃饭问题是摆在红军面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

题。

红军入川前，边区的土地被各方势力控制占有，农业生产极

度落后，贫农粮食储备几乎为零。因此，川陕苏区建立之初，红

军主要靠打击豪绅地主，没收他们的粮食来解决军用问题。后期，

地主富农存储的粮食难以继续支撑逐渐庞大的红军队伍，且敌人

步步紧逼，战况激烈，红军粮草必须得到补给。于是红军改变思

路，立即发动农民群众，积极生产，从根源上解决粮食问题。在

军民齐心、措施得当的努力下，川陕苏区农业发展迅速，粮食获

得了大丰收，红军军粮得到有效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川陕

苏区 17个县粮食局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共筹集稻谷、大米、

玉米、豆类、薯类等各种粮食达 3.3亿多斤。基本解决了红军的

吃饭问题，为革命战斗提供了足够的粮食保障。

（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川陕苏区建立之后，政府带领群众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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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打土豪、分浮财，查田查阶级，土地不再成

为封建地主、富农、军阀的专属，农民也不再成为他们的“奴隶”。

生产资料由少数地主阶级占有而变为大多数贫农占有，封建土地

所有制被摧毁，建立起了新的生产关系，边区原先单一的、落后

的农业生产模式得到改变。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一改往日的

怨声载道、唉声叹气，满怀激情与信心地投入到了土地耕作中去。

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粮食大丰收，农业大增产，农民解决了基本

的吃饭问题。1933年至 1934年，巴中各县农业得到空前恢复

和发展，无论粮食，或是棉花、甘蔗、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都

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各地平均每亩土地能收获粮食 300斤以上，

较以前增长两倍多，有些乡村的亩产甚至达 500斤左右；棉花

亩产皮棉达 60斤以上，增长了 3至 4倍。化成、清江、中兴一

带的农民普遍反映：“1933年至 1934年期间，农村家家户户

都喂了 2至 3头肥猪，吃肉不成问题。”可见百姓的吃饭已经

不成问题。间接结果就是农业带动了工业、教育、卫生等其他事

业的发展，工业事业发展使得百姓有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收入得

到大幅度增长；教育事业发展使得百姓受到了知识洗礼，精神得

到极大解放；卫生事业发展使得百姓摆脱了疾病困境，健康得到

重大保障。通过发展农业经济而带动的这一系列生活状况的改

变，说明了苏区群众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三）促进了川陕苏区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川陕苏区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

基础。粮食富足，农民便有更多的金钱、时间与能力去推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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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在川陕省委、省苏的领导下，川陕苏区的工业、对外贸易、

水利交通等各项事业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除了逐步建立的小

兵工厂、钢铁厂等军用工业，根据地还建设了糖坊、被服厂、斗

笠厂、造纸厂、农具厂等民用工业，供应补充军队所需之外，还

供应民需，生产民众日常生活用品。至 1935年初，川陕苏区的

公营工厂已经有 10多个。与此同时，政府还十分注重发展对外

贸易。1933年 11月，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上要求各级苏维埃

政府组织广大群众“发展合作社或经济公社的组织，奖励群众从

白区运布匹棉花盐铁等到苏区来卖，苏区群众运白耳鸦片烟等卖

至白区”，保证从白区购买根据地所需用的粮食、盐巴、布匹等

物质，供应苏区工农兵群众的生活需用。通过商品交换，有效促

进商业流通，实现经济增收。另外，发展水利交通也是苏维埃政

府的一大重要措施。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便利群众，政府一方

面修筑干道，发展陆路交通；一方面修桥疏河，兴建水上交通；

再一方面修船造船，增加交通工具。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动

员木工、石工等民工修建巴河大桥；发动群众疏通巴中到江口、

江口至通江苦草坝的水上航道，清理了恩阳至后坝、三江 60多

公里的河床。川陕苏区经济发展迎来了新阶段。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必先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

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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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

局。川陕苏区时期如此，如今亦如此。要维稳时局，实现现代经

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把农业生产摆在重要位置，紧握国家粮

食供给主动权，增强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力，为新时代牢牢端稳“中

国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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